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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学术审查报告呈现的
情理分际及内在张力

刘大胜
(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6)

摘要:建立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业的学术著作审查报告作为学术批评的一种,在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不可

或缺的地位。 中国近现代学术批评发展过程中,情与理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二者共同组成中国学

术批评的基本内容,构成有别于西方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就学术研究而言,
现代学人对二者的关注并不均衡,其中关于理的层面谈论较多,而情的层面谈论较少,对于二者之间的

关系仅有只言片语的涉及。 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所写的审查报告蕴含着三对情与理

的关系,即学人交往之情与奉命审查之理、主观想象之情与客观真实之理、文言表述之情与思想呈现之

理。 三对情与理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内在张力。 这种张力一方

面让陈寅恪的学术批评看上去挥洒自如,逸趣横生,充分照顾各种情感因素的同时,为学术界提供了高

深的学理阐释,提升了学术批评的层次;另一方面也让陈寅恪在学术批评的情与理之间徘徊游离,文风

回环往复,雅训有致,如一种高妙而孤傲的语言游戏,呈现言人人殊的状况。 借助个案研究进而阐释不

同层次的情与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深现代学人对于陈寅恪独特哲思和情怀的认知,也有利

于扩展现代学人对于传统人文精神和学术批评意蕴的感悟,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历史营养和理论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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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学术评价体系建立以来,关于学术著作的评审鉴定,最为著名的如陈寅恪、金岳霖等对冯

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1]3。 其中,陈寅恪的两篇审查报告更为学界熟知,得到的学术关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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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更多,直到现在还焕发着长久的学术生命力和感染力,成为学界绕不开且需要不

断重新解读的研究热点之一,也成为学人雅士休闲之余的谈资之一①。 就以往的学术史而言,相关的

研究成果大致分布在史学和哲学两个学科。 史学研究者通过探讨审查报告呈现的学术观点和治学理

念,进而分析陈寅恪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追求。 相关研究集中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最
后一部分的夫子自道,即“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

间”,尤其何谓“不古不今之学”成为讨论的焦点②。 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之史学领域偏少,集中探讨

陈寅恪视野下的中国哲学观念、中国哲学史如何建构以及与西方哲学如何结合等问题③。 以往的研究

成果虽然丰硕,依然有再探讨的必要。
从文体类型和撰写初衷的角度看,陈寅恪这两篇审查报告是针对冯友兰经典著作《中国哲学史》

的学术批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针对某一个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④。 以往学者多关注于陈寅恪充满

哲思与情怀的学理,对交往之情、表达之情与想象之情关注较少。 回归学术批评的源流和本质,通过分

析陈寅恪这两篇审查报告的脉络条理进而揭示中国近现代学术批评的特征,是很有必要的。 博大、精
微、高深的文言体系内,中国学人的学术批评带有情感的铺陈与文人的雅致,呈现着三个维度的情与理

的分际⑤。 陈寅恪独有的价值追求、学术境界和文风特点,让情与理在不同维度呈现内在的张力。 本

文旨在追溯陈寅恪这两篇审查报告的写作初衷和时空背景,从三个维度解读其中呈现的情理分际及其

内在张力⑥。 这一学术尝试不但可以加深对民国学术利弊得失的理性认识,也可以为新中国学术批评

的发展史提供不一样的解读视角,同时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

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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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原载 1931 年 3 月《学衡》第 74 期,后来收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文和《陈寅恪集》。 《冯友兰中国哲

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作为附文原载于 1934 年 8 月商务印书馆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后来收入《陈寅恪集》。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80-149 页;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0-25 页);逯耀东《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胡适与当代史学家》,东大图书公司,1998 年版第 185-218
页);桑兵《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61-191 页);程千帆《致张三夕之二七》(程

千帆著,陶芸编《闲堂书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30 页);刘梦溪《“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简释》(《江西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 205-208 页);刘墨《“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学术思想的一个新阐释》(《江西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 209-220 页);黄清连《不古不今之学与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黄清连编《结网三编———纪念逯耀东先生七五冥诞论文集》,稻香

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51-221 页);罗志田《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6 期 24-44 页);葛兆光《平生为不古不今

之学———读〈陈寅恪集·书信集〉的随感》(《余音:学术史随笔选 1992—201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 93-106 页);刘芸暄《论

陈寅恪的文化自信思想———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为例》(《理论观察》,2018 年第 9 期 38-42 页);刘佳慧《新文化如何赓续传

统———陈寅恪〈审查报告〉中的时代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 78-88 页)。
简明《哲学史二重性格的双向透视———试比较陈寅恪和金岳霖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州学刊》,1988 年第 5 期 45-49、54
页);钱耕森《陈寅恪论中国哲学史———对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作〈审查报告〉的评述》(《孔子研究》,1997 年第 4 期 88-97 页);
许春华《“中国的”与“哲学的”双重理路———以蔡元培之“序”、陈寅恪与金岳霖之“审查报告”为中心的探讨》(《孔子研究》,2022 年第 4 期

14-24 页);刘克敌《一部哲学史引出的学术“四重唱”———以围绕冯友兰著作的几篇“审查报告”和书评为核心》(《东岳论丛》,2022 年第 8
期 62-69 页)。
余英时曾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不能算是正式论文。”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东大

图书公司,1998 年版第 1 页)。
分际一词有多种含义,这里指界限与相互关系。 例如:“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 3119 页)“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

者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1 页)。
中国学术研究重于“理”而忽于“情”,而“情”为中国文化中的一条重要线索。 当代学人亦有抒情传统及情理相关的其他研究,集中在伦理

学、美学、文艺学、古典诗学等领域。 (参见: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青岛出版社,2016 年版;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版;陈国球《中国抒情传统源流》,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202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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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人交往之情与奉命审查之理

近代以来的学术批评有两方面的来源:一个是中国传统学术,一个是西方现代学术。 中国传统的

学术评议大量存在于“四部”中的诗文评、目录学以及各种文集,其中最早的一篇成体系的学术批评是

《庄子·天下篇》。 这里面既有学理的阐释,也有情感的铺陈。 西方的学术批评以严格的学术标准撰

写相关书评,注重学理的阐释,情感的铺陈明显偏少。 民国时期的学术批评融合了中、西两种来源,深
刻影响了中国大学内的教师群体。

按照现代学术体制的要求,大学同行之间的评议形塑了现代学术共同体,其影响力逐渐超越传统

的登门造访、函札往来、著述刊布等方式[2] 。 雅斯贝尔斯在《大学之理念》中曾经指出,大学理念要求

学术交流的存在,不仅要有不同学科层次上的交流,而且要有不同个体层次上的交流[3] 。 作为民国时

期刊载专业书评的重要平台,《清华学报》以校内教授为主要作者来源,建立了良好的书评制度,形成

了良好的学术风气。 有学者指出:“《清华学报》这种带有建设性的‘书评’给学术共同体内部带来一种

同行评议,这种同行评议使得学术成果既找到了认同者,又找到了批评者,对于学术共同体乃至学术的

健康发展都非常有益。” [4]学术共同体内部评议制度的建立,为学者间的学术探讨创造了良好环境和

氛围。
陈寅恪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既有学人交往不可避免的情,也有奉清华大学之命审查的

理,二者是陈寅恪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从学人交往之情的角度看,二人作为民国学术圈的核心人物

有着比较深的学术交往。 1926 年 1 月,冯友兰定居北平,任教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诸位

教授有了交集。 同年 7 月,陈寅恪入住清华园,进入北平学术圈,二人逐渐有了交往。 据吴宓在日记中

记载一九二六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情形:“晨九时,冯友兰来……十二时,陈寅恪来。 宓方在室中

与冯、陈二君用膳……” [5]二人同在吴宓居所用膳,可见已经有交往。 据陈来考察:“根据冯友兰这一

时期与吴宓、陈寅恪的密切往来,可以推知,冯友兰必然把其发表的文章送给吴宓、陈寅恪,将自己的研

究心得介绍给二人。” [6]二人的学术交往很紧密,学术地位又很重要。 因此,相互之间公开的学术批评

成为学界讨论的重点。
任教燕京大学期间,冯友兰开始撰述《中国哲学史》。 据他自陈:“我在燕京两年多,在讲课这方

面,我开始写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⑦入职清华大学后,冯友兰教课之余接着撰写。 1930 年,冯友兰

这部精心写作、耗费几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史》上册列入“清华大学丛书”。 清华大学出版委员会邀请

陈寅恪、金岳霖等人进行学术审查,评判是否有出版的必要。 清华大学出版委员会之所以邀请知名学

者进行审查,因为同行评议作为学术活动的一种评价方式,“为当代主要国家所普遍采纳,对于开展科

学决策和分配学术资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7] 。
1931 年 2 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一篇上古哲学)由上海神州国光社正式出版,后面附有陈寅

恪、金岳霖、瞿世英等人的书评[8]141-142。 《中国哲学史》下册完成后,清华大学出版委员会同样邀请陈

寅恪等人进行学术审查并撰写审查报告。 1934 年 9 月,上下册合在一起的《中国哲学史》作为“清华大

学丛书”之一,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面附有陈寅恪两篇审查报告和金岳霖一篇审查报告[8]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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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 1 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67 页)。 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也提到:“1926 年,我到燕京大

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这门功课。 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开始认真地研究中国哲学史。 这在当时,并不是我的意愿……觉得是一种教学任务,是
一种负担。”(《三松堂全集》第 14 卷,2000 年版第 10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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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冯友兰一般都将陈寅恪、金岳霖等人的审查报告作为附文放置在后面。 审查报告与《中国哲学

史》组成一个有机体,呈现在读者面前。
从奉命审查之理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是一种学术观点的陈述,是一种道理和看

法的表达,崇尚客观、公正、公开与公心。 “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 [9] ,乃是近代学术

体制对学术进步的客观要求。 西方现代学术引入中国,自然遵从这一原则。 审查者本身以科学严谨、
戒慎恐惧的态度从事这一学术行为,因为“今日评点他人之举,他日即为别人评点之据,可不戒惧

哉” [1]9。 陈寅恪作为有责任感的史学家,没有一丝一毫的轻忽,以客观的学术态度和严格的学术标准

完成审查任务。 陈寅恪明白自己的审查报告也会成为他人的研究对象,接受时贤和后进的再批评。
陈寅恪认为冯友兰自成一家之言,达到了出版的要求。 所以在上册审查报告中,开篇就是“窃查

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 [10]279。 随后,陈寅恪“兹将其优点概括

言之”,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的优点。 其一是治学态度好,具备“了解之同情”;
其二是材料使用得当,即如何去伪存真甚至变伪为真。

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陈寅恪开篇同样给出了较高评价:“此书上册寅恪曾任审查,
认为取材精审,持论正确。 自刊布以来,评论赞许,以为实近年吾国思想史之有数著作,而信寅恪前言

之非阿私所好。 今此书继续完成,体例宗旨,仍复与前册一贯。 允宜速行刊布,以满足已读前册者之希

望,而使清华丛书中得一美备之著作。” [11]282 这句话并非随意之语,而是表明上册审查报告中的治学态

度与材料使用两方面优点已经得到学界公认,下册审查报告不用再重复。 学人交往之情的铺陈做足做

够,然后“于审查此书之余,并略述所感,以求教正” [11]282。 接下来,陈寅恪就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

所涉及的时段进行相关问题的探讨,这正是其学术关注的重点。 《西域人华化考序》中坦言:“寅恪不

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12] 中古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也是中华文化的核

心问题,在陈寅恪看来即新儒家的产生及其传衍。 这一论断与《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哲学论述明显有

别,二人各说其理,各行其理,各证其理。
学术批评的主体是评议者本人,客体是置于案头的学术著述。 再客观的评判,也带有评议者的主

观论断。 中国人向来强调情,学人交往之间的情感因素需要充分考量。 哪怕是最严格的学术批评,依
然摆脱不掉情与理的相对关系,这与西方严格规范、就著述论著述的常态不同。 学术共同体的行为在

民国已经行之有年,正在慢慢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 这就造成了评议者同时考虑情与理两个方面,在
情理分际中拿捏出一个合适的点,既不影响理的表达,又不影响情的抒发⑧。

从冯友兰接受和回复的角度讲,同样兼顾了学人交往之情和奉命审查之理,让二者看上去不那么

对立。 对于陈寅恪审查自己的成名之作《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是充满感激和怀念的。 这不但牵涉学

人交往之情,也源自个人学术进步的客观要求,因为“与世隔绝的哲学家个人是不可能提出新的问题或

者发现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的” [13] 。 冯友兰因此更加深入地思考某些哲学问题,进而完善自己的思想

体系,所以在《怀念陈寅恪》中感慨说:“余于七十年代起,重写《中国哲学史》,起自春秋,迄于现代,号
曰《新编》,以别于旧作。 全书已接近完成,安得起寅恪先生于九原,为吾书作第三次之审查耶?
噫!” [14]这里面充满了当事者对逝去之友的怀念,既有学理层面的因素,也有情感方面的因素。 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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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私底下,陈寅恪就没有那么多考虑了,无论是褒奖还是贬斥,表达得都非常直白。 比如陈寅恪针对《先秦诸子系年》的看法,据钱穆回忆:
“列席审查者三人,一芝生,主张此书当改变体裁便人阅读。 一陈寅恪,私告人,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 闻者乃以告余。”(钱穆《八十

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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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的审查态度和学术观点,冯友兰是能够读通的,也是能够读懂的。 他明白

当年陈寅恪对自己著作的态度有所保留,自己耄耋之年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再期待一份饱含学理

而又意蕴无穷的审查报告而不可得。 冯友兰此时的表达与陈寅恪对冯友兰的表述一样,“似乎多了一

些禅机,少了一些直白,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15] ,同样顾及了情与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与陈寅恪相比,另一个评议者张荫麟没有把握好情与理的分际,评议文章出现部分瑕疵。 尤其是

没有充分考虑学人交往之间的情,引来冯友兰的些许不快。 张荫麟属于后起之秀,未及弱冠之年在《学
衡》发表学术批评《老子生后孔子百年之说质疑》,对梁启超考证《老子》晚出的观点提出商榷,在学术

界展露头角。 其后公费出国留学,学有所成,得到了陈寅恪、钱穆等学术名家的青睐。 陈寅恪向傅斯年

推荐时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

也。” [16]46 钱穆后来怀念说:“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

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 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 [17]

以学术批评成名起家的张荫麟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的出版,按照西方规范而严谨

的书评方式,从内容、结构、观点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评议⑨。 “相比陈寅恪和金岳霖,可能是年轻气盛或

者性格使然,但更可能是出于对学术研究中求真求是原则的坚持,张荫麟在评价他人著述时一直是观

点明确,是非清楚,绝不言过其实或虚伪敷衍。” [15]67 其中,谈到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对周敦颐、朱熹的

论述时,接受西方严格逻辑训练的张荫麟痛斥:“这个神,添上周濂溪所附加‘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的
属性,简直就是不受逻辑统御的魔鬼。 我们相信逻辑(谁能不?)的人除了指出它是胡说的结果以外,
更不能替它作什么解说。” [18]张荫麟作为晚辈直抒胸臆,毫不遮掩,学术批评中用“魔鬼”“胡说”这些

尖刻的词语,的确有些不妥,没有充分考虑学人交往的情。
冯友兰非常重视张荫麟的批评文章,而且“张荫麟的商榷并未影响张、冯二人的交谊,反而增加了

双方的了解。 冯友兰对张荫麟的意见相当重视,对张氏的两次书评都写了文章回应,态度友好” [19]381。
虽然总体如此,中间还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冯友兰通篇都在探讨学理,只有一句很突兀,带有自嘲式

的反驳:“至于其他‘魔鬼’,亦有须为解释者,因哲学史家,有时固以代‘鬼’立言为事也。” [20] 这说明,
评议者需要掌握情与理的分际,理固然讲得清,讲得明,讲得透,情也要充分考虑,情绪化的语言容易引

起被评议者的不快。

二、主观想象之情与客观真实之理

历史是真实存在的,需要历史学家的研究和呈现。 西方学术进入中国后,中国的近代学人崇尚一

种科学的研究。 陈寅恪常对三个女儿说:“虽然史学目前难以达到数理学科的精确度,他仍尽力提高历

史学的科学性。” [21]黄萱作为陈寅恪晚年的主要助手,也有一段类似的论述:“(陈寅恪)又说,人家研

究理科的,是分秒不差的。 而他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 也就是说,他写的某人某事,在历史上

是发生在何处、何年、何日,是不会相去太远的。” [22]游学西方十余载的陈寅恪接受西方学术的正统,强
调的是科学、精准和真实。 《陈寅恪》纪录片对此有分析:“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

个精确推导的过程,而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陈寅恪在游学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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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张荫麟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批评发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 176、177 期(1931 年 5 月 25 日、6 月 1 日),对冯友兰《中国哲学

史》下册的批评发表在《清华学报》第 10 卷第 3 期(1935 年 7 月),后来收入《张荫麟全集》的中卷和下卷。



刘大胜　 陈寅恪学术审查报告呈现的情理分际及内在张力

学术传统。” [23]

历史学家作为研究主体,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这种主观因素有时是必

要的,比如对历史学科的热爱、对历史真相不断的追求等,让历史学家充满无限的动力,始终行进在探

索的道路上,永不停歇。 这种主观因素有时也可能来自时代熏染或者个人际遇的影响,使得历史学家

的研究流于某种想象,与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相悖。 正如陈寅恪在审查报告中所言:“著者有意无意之

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10]279-280 所

以说,研究者的主观想象之情与追求的客观呈现之理无法完全一致,二者呈现着一定的张力。
为了尽可能地规避或者排斥主观想象,以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学术研究需要更加严谨和科学,

陈寅恪在两篇审查报告中作了详尽分析。 他认为:“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

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

知。” [10]279 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充分了解文献资料产生的语境,才能深入其里。 要弥合距离现在时空很

遥远的历史与现代人的隔膜,需要学者的专业研究。
在陈寅恪看来,现在所存的材料只是古人留下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已经丢失,依靠残余断片完成整

体上的研究,必须要有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塑的眼光和水平,然后才能了解古人的真正意涵。 于是,
陈寅恪提出了著名的“了解之同情”观点:“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

之论。” [10]279 在陈寅恪的学术观念中,达到“真了解”的层次很难,却是努力达到的目标。 后世的研究

者通过主观的努力,客观上达到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实现某种心灵的契合,才能公正地评价其学说和

行为,从而避免没有根据的想象与虚构。
陈寅恪认可的这种境界是有难度的,每个学者所认为的“同情”态度不尽一致,是否“真了解”更难

说。 学术研究“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是因为客观呈现的材料需要主观的解释和体系建构。 这

就有了所谓的悖论。 没有“解释及排比之程序”,哲学史无从谈起;有了“解释及排比之程序”,则容易

依据时代的流俗和个人的主观想象“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接下来,陈寅恪直接批评了当今学术的

乱象:“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

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
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

卢,喝雉成雉之比。 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 [10]280 乱象丛生,主观

上的想象完全超越了历史真实,学术研究向着更加随意和随性的方向发展。
陈寅恪在这里直接点出了“整理国故”的缺失,很明显的是针对胡适、顾颉刚等学界要人,尤其是

胡适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 《中国哲学史大纲》使用“时代熏染”的西洋哲学观念整理中国文

献资料,不符合陈寅恪的治学理念。 金岳霖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则直接点出了胡适

的名字。 他说:“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 我们看那

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
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24]在陈寅恪和金岳霖看来,把握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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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指出,陈寅恪意有所指的目标有两点,其一为“整理国故的乱象”,其二为“古史辨的偏蔽”。 桑兵《“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办

法》(《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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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客观存在二者之间的分寸,还是要有“真了解”,不是依据外来观念或者主观想象进行“假了解”。
冯友兰整理中国哲学的观念与胡适完全不同,从而获得了陈寅恪的认可:“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

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 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

由实在于是。” [10]280 与当时的学界流弊相比,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更值得推荐。 冯友兰对此也有大

致相同的理念。 他在回忆中提到陈寅恪时,自豪地讲:“当时有人说,我的《中国哲学史》对于各家的哲

学,真能做到同情了解,对于他们真是一视同仁,当你看了《中国哲学史》写孟子一章以后,你就会相信

作者是一个儒家的信徒。 当你看到《中国哲学史》讲庄子的一章以后,你就又会说作者是一个道家的

信徒。 在过去我听了这些话,心中非常得意,自认为我真是能够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把各家哲学的真实

面貌,不增不减地、如实地描写出来。” [25]

陈寅恪对于学术理念的基本态度,在其他文章中也有类似表述。 他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

职责》中曾说:“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现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

力。” [26]这里强调的依然是一方面要有条理和统系,一方面不能格义附会,同时兼备二者,不能缺失其

一。 后世学人过多地认为陈寅恪否定学术论文的体系性,认为其排斥任何条理和统系,这一见解过于

偏狭。 比如,他向傅斯年推荐张荫麟,称赞“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

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 [16]46 将“思想有条理”作为张荫麟的优点单独提出来,可见陈寅恪并不认为“思
想有条理”是错误的。

哪怕是外来观念,陈寅恪也不是完全反对。 比如,他认为王国维接受了近代学术洗礼而有开创之

功,将他的学术理念归结为三对范畴,也就是俗称的“二重证据法”。 其中,第三条理念是“取外来之观

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与其他两条理念“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27] 。 陈寅恪

反对的是根据外来观念格义附会,肢解中国传统文献和内在条理,对外来观念本身的看法很中性和

客观。
陈寅恪在上册审查报告中强调的材料问题,也是针对学界的流弊而发。 陈寅恪认为:“中国古代

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 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

论。” [10]280 在陈寅恪看来,中国的考据学可以辨别古书的真伪,但这只是学术研究中的相对问题,最关

键的还是如何审定伪材料的时代和作者,以及如何正确使用各种材料。 材料由谁所作是重点考虑的内

容之一,去伪存真甚至变伪为真才见学术的真功力。 将伪材料善加利用,据此释证那个时代的思想,就
变成了真材料。

至于史论,“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 [10]280 陈寅恪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史

论的作者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好比现在的新闻评论是根据具体的事件而发。 如果能够善用,可以做

到“废物利用”,有利于探究历史的真相。 陈寅恪在此还延伸到文艺批评,举了一个例子:“如纪晓岚之

批评古人诗集,辄加涂抹,诋为不通。 初怪其何以狂妄至是,后读清高宗御制诗集,颇疑有其所为而

发。” [10]281 陈寅恪明言这种分析很难证明,从道理上可以说得通,这又是善用材料的另一种佐证。
另外,陈寅恪强调要有通识。 他给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一定的肯定,也是从通识的角度讲的。

俞大维在《谈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 他常

说:‘在史中求史识。’” [28]在他看来,通识是完成考证、探寻历史真相的必要条件。 王永兴总结说:“先
生之所以善于考据,特别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考据,条件很多,通识是重要条件之一。 也可以这样说,
他的精辟考据是由于以他的通识为基础的。” [29]这个通识还有更高或更深层次的内容,即“重视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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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种族(民族)的立场研究历史……从文化及民族立场出发,贯穿于陈寅恪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 [30]

陈寅恪不但以此研究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件,也充分关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

关爱和对此有论述:“作为中国士大夫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摆渡人,他希望现代学术能为古老

文明续命,走出一条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学术道路;同时也希望中国现代读书

人,肩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旗,创造自救他救、强大华夏民族的现代学术。” [31] 陈寅恪的下册审

查报告中,通篇讲述新儒家的产生及传衍,通过“研究佛教史,贯通史事与义理,旨在因事洞彻儒释道三

家的融合,证实宋代新儒学兴起的渊源脉络” [32] 。 由历史进而联系现实,陈寅恪认为指出了古今相一

致的规律,即:“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

本来民族之地位。” [11]284-285

可是,这又出现一个疑问。 “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到底指的是什么,陈寅恪的感性表述没

有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没有清楚表明到底是什么。 按照学术的一般规律,思想上自成体系一般是指创

造了一种假说,而“他始终采取历史主义的研究态度,对假说的生成、应用和辨析保持距离” [33] 。 就其

在清华的任职而言,虽然被聘任为国学研究院以及后来的文学等学科的教授,但是他的学术取向一段

时间内始终是明确的。 “求真实,供鉴诫之史学思想,长编考异之治史方法,乃先生史学的两个方面,均

可在通鉴中得其根源。” [34]正是因为用一种历史研究的眼光和方法,他“更没有提倡理论与方法的通俗

兴趣” [35] ,而且“他甚恶抽象空洞的理论,本人从未听见他提及《易经》中的玄学”,“不喜欢玄学,在子

书方面除有关典章制度者外,他很少提及” [28] 。

史学和哲学两个学科之间的部分差别,陈寅恪对此也有清楚认知,没有跨越学科间的界限。 所有

的哲学研究都强调体系,哪怕是专业从事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也是如此。 冯友兰对此也有分析,在一篇

回应文章中提到历史学家与哲学家视野中哲学史的不同:“有历史家的哲学史,有哲学家的哲学史。 历

史家的哲学史注重‘谁是谁’,哲学家的哲学史注重‘什么是什么’。 我是哲学家不是,尚是问题,不过

我确不是历史家。” [36]很明显,冯友兰重视的是“什么是什么”的问题,陈寅恪重视的是“谁是谁”的问

题,不是“什么是什么”的问题,二者之间存在根本分别。 正是因为如此,陈寅恪认为哲学史和哲学研

究所讲的有些空洞,缺乏具体历史过程的描述,主观建构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客观存在。

在评述张荫麟的学术特点以及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桑兵也从学科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二

人对待哲学的根本差异:“这大概与两人治学的立足点分别在史学和哲学有关。 史学家认为一切言行

都是具体的,须知具体才能不主观抽象,但具体后能否抽象尚是疑问。 而哲学家关心的是主观抽象的

世界,往往不详辨具体事物。” [19]375 张荫麟与陈寅恪同属史学研究者,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学术

批评则体现了相同的学科特点和研究路径。 他们皆注重研究具体的人事物,严格区分历史真实和哲学

抽象。 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首先并且根本关心的是抽象,具体历史往往不作为其讨论重点。 具体的

人、事、物,在陈寅恪看来是客观的,而抽象的论述似乎就偏向主观。 从这里可以分析,陈寅恪评述冯友

兰《中国哲学史》时始终在运用历史学家的眼光,在主观想象之情与客观真实的分际中偏向后者,而非

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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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言表述之情与思想呈现之理

思想内涵和文字表达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二者之间本身就有一定的张力。 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固
然存在白话文写成的学术批评类文章,不过更多的学术批评类文章还是用文言写成的。 陈寅恪的审查

报告深得文言表述的三昧,读起来意蕴无穷;同时又渗透着浓厚的学理成分,学术看法明晰。 审查报告

彰显了陈寅恪学术语言的独特性,兼具学术研究严谨性与文言表达雅致的双重属性。 这两篇用文言写

成的审查报告,可谓中国近现代学术批评的典范之作。
近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要求严谨切实,一丝不苟,呈现客观与理性;而文言表述要求才气十足,雅

训有致,呈现灵动与抒怀。 二者不同源也不同种,属于完全不一样的特性,各有其优点,也各有其弊端。
文言表达本身就带着文人雅士的流韵与情结,陈寅恪终其一生都在用文言写作,自然浸染了其中的某

些特点。 就其家庭而言,陈寅恪一门属于仕宦世家,也属于读书世家。 祖父陈宝箴早年高中科举,与
文人墨客交往频繁。 父亲陈三立更是同光派诗人,擅写诗词,称不上诗坛宗主,也算得上雅士名流,带
有浓厚的礼教情怀。 吴宓充满深情地论断:“故义宁陈寅恪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

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 寅恪自谓少未勤学,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 [37]

世家公子出身的陈寅恪幼承庭训,从小阅读传统经典,耳濡目染之下对文言表达体系以及中国文

法的特征有了较为感性的认识。 后来他游学西方,接受了现代语言学与历史学的学术训练,形成了对

现代学术的理性认知。 比如,他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明确提出了四条文言表达特性,用来阐

述“汉语汉文特殊优点之所在” [38] 。 他经常题诗写对,品读并研究小说,将个人的情感体现在文学创作

中。 就其自评而言,陈寅恪也认为自己与吴宓等好朋友都有所谓“疯狂”的特质,自己较之好朋友的程

度低一些,吴宓将其归结为“锐敏之感触,远大之悲郁” [39] 。 其实这正是文学家所应具备的性情和人格

特质。
举凡命题、评议、校点、授课,他都将文言表达上升到一个学术讨论的深度和高度。 但是,“陈寅恪

毕竟是一个历史学者,他以史家的眼光看待文学,文学有时便化成历史的一部分,所以他有‘以诗证

史’的说法” [40] 。 在文史研究中,陈寅恪兼顾文言表述的客观研究和个人创作诗文的浓浓热情,呈现出

文史研究的内在矛盾和张力。 陆扬指出:“20 世纪中国古典诗人里,恐怕无任何一位能在驱遣文史故

实以构筑历史思维和寄寓个人情怀上比陈寅恪更丰富和深刻,虽说在典故意义的模糊性和陈寅恪强调

的骈文亦当说理透彻之间会有内在紧张。” [41]这一论述其实点出了具有诗人情怀、文人雅兴的陈寅恪,
在学术研究之理与文言表述之情的结合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张力。

涉及审查他人著述,同样存在这个张力。 如何有理、有据、有节而且恰到好处地评议点评者不认同

的学术观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点评者既要暗藏机锋,点到为止,又要不伤情面,留有余地。 因

此,完全按照严格的西方式学术批评是不可行的,而文言表达方式则提供了独有特性的解决途径。 中

国文言表述微而显,意境深远,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拥有极强的延展性和伸缩性。
以下册审查报告为例,陈寅恪通过独具特色的表述方式引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 陈寅恪指出:

“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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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出版社,202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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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 昔阎百诗在清

初以辨伪观念,陈兰甫在清季以考据观念,而治朱子之学,皆有所创获。 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
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 然新儒家之产生,关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学说,其所受影

响甚深且远。 自来述之者,皆无惬意之作。 近日常盘大定推论儒道之关系,所说甚繁(东洋文库本),
仍多未能解决之问题……” [11]282

陈寅恪以佛经作为引子,首先点明新儒家产生及其传衍的重要性,然后将新儒家最突出的代表人

物朱熹拈出,论断冯友兰对朱子之学多所发明。 由表层涵义来看,陈寅恪好像是在赞誉冯友兰。 其实

不然,因为陈寅恪接下来以清初阎若璩和清末陈澧作为例子,论证他们都是以某种观念或方法取得了

成就。 随后,陈寅恪点明冯友兰“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表象上看

是完全赞誉冯友兰,真实含义不在于此。 如果此时深层意思还不明确,那么陈寅恪又在“宜其成系统而

多新解”后面加上一个“然”字,进而引出他认为的新儒家之真正来源。 接下来甚至还有“自来述之者,
皆无惬意之作”“仍多未能解决之问题”的表述,针对的是学术现状,自然连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
册。 褒贬含在其中,同时又有意回避褒贬,进行事实判断的同时融入了个人复杂的价值判断。

陈寅恪表面上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推崇备至,用词毫不吝啬,实际上有褒有贬,个人看法越来

越明确地表达,最后图穷匕见,引申出那句直到现在还争论不休的夫子自道。 这带有传统文言的回环

往复,更像一种高妙而孤傲的语言游戏,增强了文章的趣味性、可读性与模糊性。
孔子晚年修订《春秋》,开创了春秋笔法。 其中包括微而显,即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42] 。 刘熙载

《艺概》写道:“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 [43]一般认为,实虚相间,文辞曲折含蓄地指向

根本。 言在此而意在彼,看起来褒贬互现。 因为文与义之间不是完全的对应,增加了后世解读的难度。
从情理分际的角度看,这种写作手法有效地规避明显的刺激性言辞,似褒实贬,议论在肯与不肯之间,
真意留于字里行间。

文言表述让陈寅恪的学术批评游刃有余,松弛有度,创造了巨大的模糊空间和游离空间,让被评议

者和读者可以找寻自己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答案。 罗志田曾说:“陈先生常在文字活泼上下工夫,有
时兴之所至,还会故作‘戏言’。 不过他在试图活泼之时,仍不忘文字之工拙,无意为大众说法;其出语

半庄半谐之间,往往隐含深意……亦常在文中预留破解之启示。 若稍用心玩味,则其文字意趣之隽永,
或尚在多数人之上。” [44]具体到这两篇审查报告,上篇文辞的情多一些,掩盖了理的成分,情理分际的

天平向情的方向有明显倾斜,看上去情感上的褒义明显多一些;下篇将情理分际的天平向理的方向挪

动了很大一块,看上去褒贬互现。
综合来看,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的审查报告,“上册褒意明显,而下册贬辞时

现” [45] 。 这是源自情理分际的把握,就学术批评的根本看法和基本态度而言,并无根本不同。 上册审

查报告从治学态度和材料使用两个方面进行了表彰,下册自然针对具体的学术观点进行辨析,只是这

种辨析是呈现根本看法的不同,承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价值的同时,阐述自己对于中国哲学乃至整

个中国文化的看法。
当然,表面呈现的褒贬没有改变陈寅恪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看法。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一以贯

之,陈寅恪的审查报告也是一以贯之。 二人同处北平学术圈,是各自研究领域的执牛耳者,明白彼此的

研究路径和价值判断。 陈寅恪的褒贬态度心中早已定案,不存在根本的评价差异。 《中国哲学史》上
册“子学时代”与下册“经学时代”所呈现的客体不同,出版时间也有先后之别,对陈寅恪的专业审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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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但是不能影响陈寅恪的基本判断。 从情理分际的角度看,陈寅恪审查报告呈现的表述差异是

正常的,个人评议需要合情合理而又不失根本的表达,确定情与理之间的分际,阐释学理的同时充分考

虑情感的因素。 因此,后世学人看上去褒贬略有不同。
随着文言体系的崩解和消失,现代人对这种表达方式略为陌生。 通检《陈寅恪集》得知,陈寅恪评

议他人观点时,或者抑后再扬,或者扬后再抑,或者在抑扬顿挫中反复转换,读起来回环往复,有一种独

特的文言美感,从而强化了个人独有的学术境界。 陈寅恪有时甚至夫子自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似乎这种表达方式已经成为他学术生命的一部分。 随着时局的变迁,其后来研究陈端生、柳如是则向

着极致化的方向发展。 就两篇审查报告而言,基本都采取这种表述模式,上册审查报告比下册的否定

层面表述少一些,因为陈寅恪在情的方面开始时总是克制一些,回环往复中让个人的价值观念、学术态

度和核心观点越来越清晰。
中国文言表述无论采取多少技法,都是要表述最根本的东西。 彭亚非指出:“中国古人之所以注

重无法之法,是因为他们看出了文章之美有超出于技法、亦不足以为技法所解释的东西存在,这于文章

的艺术造诣,往往是更重要更根本更具有支配性的东西。” [46]学术批评从根本上讲,在其中起支配性作

用的还是学理层面的阐释。 品鉴他人著作,还是看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评价。 钱穆在给弟子余英时

的一封信中,对比了陈寅恪、王国维、胡适、章太炎等人的文风和表述特点,感慨地总结:“未有深于学而

不长于文者” [47] 。 意思是,学术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境界,学有所成,学有所长,自然在文字表达上很流

畅,而且会呈现各自的特点。 这一点用在陈寅恪身上是恰当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文言表述与学术批评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有时表现得恰到好处,有

时表现得不如预期。 对于严格的学术评议,尤其是审查报告,采取此种表述方式并非能得到学界认同。
反对者的声音也有一定道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体各有殊的问题。 钱穆在一封信中批评陈寅恪:“又
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至三四始为可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

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同时,他指出带有回环往复之情味的文字“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

当,殊觉不适” [47] 。 “临深为高”可以理解为另外一种回环往复,“摇曳”虽非“故作”,却是情非得已。
整个文章像传统文人一样反复吟咏,意思在其中而又似乎不明确,感性而且模糊,充满意境又语义多

歧,引来后世学人饶有兴趣的解读。
文言独有的雅致,个别时候对学理的分析有灵动的促进作用,将理表述得生动和形象;个别时候又

对学理的分析有排斥的阻碍作用,将理表述得随意和游离。 换言之,文学性表达对学术语言是一把双

刃剑,可能让见解更加犀利和生动,也可能让见解更加感性和支离。 最好的学术语言通常带有文学性

的表达,情的因素与理的因素同时兼备,却不是层层推导、所指明确的标准化学术语言。 文学性表达与

标准化学术语言终究有所区别。

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的审查报告并非针对某一个研究

领域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具有时代特色的学术批评。 这里面蕴含了三对情与理的关系,即学人交往

之情与奉命审查之理、主观想象之情与客观真实之理、文言表述之情与思想呈现之理,与西方规范而严

谨的书评完全不同。 第一,学人交往,情在前,理在后;学术批评,理在前,情在后。 学人评议学术共同

体内部成员的呕心力作,到底是情在前,还是理在前,让评议者颇费踌躇。 第二,史学家追求的是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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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有限度地接受条理和统系,天然地排斥向壁虚构。 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抽象,与历史学科的研

究路径存在根本不同,在陈寅恪视野中即为主观想象之情与历史真实之理的差别。 第三,陈寅恪的审

查报告渗透着深刻的学理,也带有文言表达的雅训与流韵,表现在文风上是欲说还休、回环往复、褒贬

互现、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 三对情与理之间的内在张力同时存在,呈现着陈寅恪独有的学术性情与

价值追求。
现在重新阐释这两篇审查报告,除了为学术史增加一种解释,也是为了促进在当今中国建立良好

的学术评议制度。 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批评尚在完善的过程中,客观上讲还没有建立严格、客观而规范

的评议制度,这一点也体现在书评写作上。 葛兆光曾言:“真正学术意味的书评太少……严肃的、裁断

的、商榷的学术书评,却是直接针对叙述研究的,不太容易写,如果没有这种书评,恐怕学术难以进

步。” [48]书评写作的前提是充分掌握了学术史,同时对本研究领域有长期而且持久的研究,并且还经常

阅读书评,对学术评议的各种形式不陌生。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当今学术的发展总是要从历史源

流中汲取营养。 民国时期的审查报告作为学术批评的一种,呈现的还是评议者的研究境界和见识水

平。 “近代中国史学界,以功力之深,见识之精而言,很少有人在陈寅恪之上。” [1]6 正是因为对史学乃

至整个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知,陈寅恪才能在学术批评中游刃有余。 其撰写的审查报告,读
起来意蕴深远,直到现在还发挥着学术影响力。

学术共同体内强调学理的探讨,也重视各种情感的因素,多个维度的情始终伴随着学术批评。 晚

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如此,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也是如此,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略有差异。
“中国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调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 [49] ,陈寅恪当年

撰写审查报告,努力在情与理之间找寻一个平衡。 深于学则成于文,语言表述拥有极强的伸缩性和可

控性。 虽然看起来有些游离,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却是符合中国学人的表达特性。 作为情理分际与融

合的结晶,诗意化而且富有哲理的“了解之同情”揭示了宇宙人生的部分真理,指明了学者心中为学术

而生、为真理而存的价值取向,逐渐成为现代学人应有的治学态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依然还是绕不开情与理的纠结。 “情

和理是人类行为的准则,合情合理是人的行为达到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情和理的天平往

往会失去平衡,有人讲理,有人谈情,孰是孰非,争论不休。” [19,50] 中国学者在阅读学术著述、阐发自己

看法时,深厚的学理阐释是必要的,同时还要考虑学人之间的交往、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差异、学术语言

的恰当表述等诸多因素。 如何在不影响各种情的前提下,将学理融入到学术批评中,实现情理二者的

有机结合,符合中国学界的生存原则,终究是有志于学术的学者需要思考的重要内容。 回溯陈寅恪这

两篇审查报告,其呈现出的价值取向作为一面借镜,亦可以为当今的学术研究和书评写作提供一定的

参考思路。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学习其优点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看清、看明、看透随之而

来的利弊得失以及中国学者沦肌浃髓的民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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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a
 

standardized
 

and
 

rigorous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is
 

cruc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distinctive
 

discipline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in
 

this
 

system 
 

professional
 

academic
 

work
 

review
 

reports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as
 

a
 

form
 

of
 

academic
 

critiqu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nd
 

reas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criticism.
 

Together 
 

they
 

constitute
 

the
 

fundamental
 

content
 

of
 

Chinese
 

academic
 

criticism 
 

shaping
 

an
 

evaluation
 

system
 

and
 

standards
 

unique
 

to
 

China 
 

distinct
 

from
 

those
 

of
 

the
 

West.
 

However 
 

in
 

contemporary
 

academic
 

research 
 

scholars
 

tend
 

to
 

prioritize
 

discussions
 

on
 

reason
 

over
 

emotion.
 

Consequently 
 

while
 

reason
 

receives
 

ample
 

attention 
 

emotions
 

are
 

often
 

addressed
 

only
 

briefly 
 

with
 

limited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s
 

elucidated
 

in
 

Chen
 

Yinke s
 

review
 

report
 

for
 

Feng
 

Youlan s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with
 

two
 

volumes .
 

Chen
 

Yinke s
 

critique
 

unveils
 

three
 

pivotal
 

pairs
 

of
 

emotion-reason
 

dynamics 
 

the
 

emotion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
 

juxtaposed
 

with
 

the
 

reason
 

of
 

official
 

review 
 

the
 

emotion
 

of
 

subjective
 

imagination
 

intertwined
 

with
 

the
 

reason
 

of
 

objective
 

reality 
 

and
 

the
 

emotion
 

of
 

classical
 

expression
 

harmonizing
 

with
 

the
 

reason
 

of
 

thought
 

manifestation.
 

These
 

triads
 

of
 

emotion
 

and
 

reason
 

exhibit
 

a
 

nuanced
 

interdependence 
 

coexisting
 

within
 

a
 

complex
 

fabric
 

that
 

manifests
 

a
 

discernible
 

internal
 

tension.
 

This
 

tension 
 

on
 

one
 

hand 
 

imparts
 

a
 

sense
 

of
 

unrestrained
 

grace
 

to
 

Chen
 

Yinke s
 

academic
 

criticism 
 

endowing
 

it
 

with
 

an
 

engaging
 

allure
 

that
 

caters
 

to
 

diverse
 

emotional
 

elements
 

while
 

concurrently
 

offering
 

profou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to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This
 

delicate
 

balance
 

contributes
 

to
 

the
 

elevation
 

of
 

the
 

academic
 

criticism
 

landscape.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propels
 

Chen
 

Yinke
 

into
 

a
 

nuanced
 

traversal
 

between
 

emotion
 

and
 

reason 
 

resulting
 

in
 

a
 

writing
 

style
 

that
 

is
 

cyclically
 

nuanced
 

and
 

elegantly
 

instructive 
 

akin
 

to
 

a
 

sophisticated
 

and
 

detached
 

language
 

game.
 

This
 

intricate
 

dynamic
 

adds
 

a
 

layer
 

of
 

interpretive
 

challenge 
 

fostering
 

a
 

diverse
 

range
 

of
 

opinions.
 

Utilizing
 

case
 

studies
 

to
 

further
 

elucidate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emotion
 

and
 

reason 
 

as
 

well
 

as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is
 

beneficial
 

for
 

deepening
 

modern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Chen
 

Yinke s
 

uniqu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sentiments.
 

It
 

also
 

aids
 

in
 

expanding
 

modern
 

scholars
 

appreciation
 

for
 

the
 

traditional
 

humanistic
 

spirit
 

and
 

the
 

nuances
 

of
 

academic
 

criticism 
 

thereby
 

providing
 

historical
 

nourishment
 

and
 

theoretical
 

sources
 

for
 

constructing
 

a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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